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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网络餐饮为消费者就餐带来了便利，同时也对潜藏的食品安全问题提出了新的挑战。

文章系统分析了消费偏好对消费者经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事件概率的影响与机制，并识别了不同

监管主体的调节作用。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上海市消费者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

明，网络餐饮存在“柠檬市场”困境，便捷偏好、价格偏好对消费者经历食品安全事件的概率有显著

正向影响。但在政府监管、平台监管和媒体监督下，网络餐饮的“柠檬市场”困境被缓解。此外，安全

意识、维权意识和信息渠道也能削弱消费偏好对消费者经历食品安全事件概率的影响。文章认为，

完善网络餐饮的食品安全保障机制，需要在社会共治理念的引领下，充分发挥多方主体的监督作

用，促进政府主导型治理向“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协同型治理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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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食品安全问题已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重大公共社会问题，越来越引发关注。尤其在“互联

网+”新经济形态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网络餐饮作为一种新的消费方式，因其具有虚拟性、无地域

性、开放性等特点，为消费者带来就餐便利的同时，也对食品安全问题提出了新的挑战。近年来，

中国网络餐饮市场迅速扩张，2018 年中国外卖用户规模较 2017 年增长 17.4%，多达 3.58 亿人，市

场规模突破 2 400 亿元。①面对网络餐饮市场快速发展与其潜在的食品安全问题，如何帮助消费

者购买放心食品和保障消费者权益成为热点话题。

学者们围绕食品安全问题的成因，展开了一系列讨论，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三方面：首先，

由微生物等导致的食品本身安全问题，如农药残留、真菌毒素等（Winter 和 Pereg，2019）。据世界

卫生组织报告，全世界每年约有 6 亿人患食源性疾病，其中 42 万人死亡（Nahar 等，2020）。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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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供应主体的生产决策行为也将对食品安全产生影响。由于缺乏责任意识和过度追求收益最

大化（晚春东等，2017），生产者“以次充好”等行为引发了食品安全问题（Pei 等，2011）。最后，外

部环境也会对食品安全产生影响。比如，社会监管体系、政府干预措施、消费者安全以及权利保

护意识等均会导致食品安全问题（周洁红等，2018；倪国华等，2019）。

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可能在于生产经营者与消费者间的信息不对称，而加快质量信息

传递被认为是提升食品质量安全水平的有效方式。在食品供应链体系中，作为市场主体的食品

生产经营者垄断了信息来源，消费者不易获得完整的食品质量信息，从而难以在交易过程中掌

握主动权，由此导致市场失灵（Anissa 等，2021），形成“柠檬市场”。因此，有研究认为要在建立食

品监督机制的基础上完善食品安全信任机制，通过提高质量信息传递的有效性来缓解信息不对

称（陶善信和周应恒，2012）。常规的方法包括：第一，通过第三方认证或贴标签的形式向消费者

提供产品质量信息（Imami 等，2021）；第二，通过政府部门建立市场准入机制；第三，通过媒体发

挥信息传递与舆论监督功能等（李功奎和应瑞瑶，2004）。相比传统餐饮，网络餐饮通过网络平台

提供食品，在降低信息不对称方面更具优势，理论上应当更有助于缓解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食

品质量安全问题。但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2019 年公布，在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中，下

达责令改正通知书 89 230 份，下线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 18.5 万家，取缔无证经营 9 375 家。①因

此，网络餐饮的食品安全问题仍不容忽视。

基于此，本文利用上海市 15 个行政区 1 018 个消费者的调查数据，从消费者角度系统分析网

络餐饮“柠檬市场”的特点，识别政府、平台、媒体、大众各监管主体对消费者消费偏好的调节作

用，并讨论安全意识、维权意识和信息渠道的异质影响。研究结论表明，网络餐饮存在“柠檬市

场”困境，便捷偏好、价格偏好对消费者经历食品安全事件的概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在政府监

管、平台监管和媒体监督下，网络餐饮的“柠檬市场”困境被缓解。此外，安全意识、维权意识和

信息渠道也能削弱消费偏好对消费者经历食品安全事件概率的影响。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研究主要有两点边际贡献。第一，本研究立足于信息化与生活节奏加快

的现实背景，围绕网络餐饮这一选题展开，系统性分析并验证了网络餐饮的“柠檬市场”困境，并

在此基础上探讨不同主体监管在缓解网络餐饮“柠檬市场”困境上的作用，对现有研究进行了补

充。第二，区别于已有研究大多从生产者层面分析食品安全问题，本文从消费者层面分析消费者

决策与食品安全的关系以及不同监管机制如何帮助消费者规避食品安全问题。

本文结合当前网络餐饮的发展形势，围绕网络餐饮“柠檬市场”困境及不同主体监管的调节

作用展开研究，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一方面，网络餐饮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对其食品

安全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掌握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成因、特征及缓解办法对促进网

络餐饮产业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上海作为中国都市发展的代表，网络餐饮行业迅速发

展，在加强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方面积累了较多经验。上海在网络餐饮市场的成功经验可以为其

他地区解决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提供参考和借鉴，这将有助于在全国范围内促进网络餐饮市

场的发展，保障消费者饮食安全。

后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第三部分介绍计量模型、数据来源和变量

选择；第四部分介绍消费者网络餐饮消费偏好、经历食品安全事件概率、质量监管等基本情况；

第五部分是讨论计量经济分析结果；第六部分是分析不同监管主体对消费偏好的调节效应；第

七部分进一步分析安全意识、维权意识和信息渠道的异质性影响；第八部分是研究结论及建议。

朱哲毅、陆梦婷、刘增金、宁    可：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与社会共治

① 数据来源：中国食品安全网《网络餐饮消费维权舆情数据报告（201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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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网络餐饮的“柠檬市场”检验

相比传统餐饮行业，网络餐饮产品特点和经营方式特点导致其更容易出现逆向选择问题。

第一，网络餐饮行业的产品特点导致其容易形成“柠檬市场”。尽管网络市场信息数量多、信息

传播快（刘贝贝等，2018），但商品质量的不确定性也更突出（Nelson，1970；  Abedullah 和 Kouser，

2019）。对于食品而言，其安全信息很难在交易时被充分识别，属于典型的“信任品”，①容易引发

逆向选择（Akerlof，1970）。网络餐饮提供的食品更是如此。一般而言，加工食品可以通过添加防

腐剂进行长期保存，生鲜食品可以通过低温冷藏延长食品保质时间（高兆建等，2021）。但网络餐

饮提供的食品是在短时间内加工而成，并且提供给消费者立即食用，保鲜难度更大，容易导致腐

败变质。第二，网络餐饮行业的经营方式更容易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理论上，消费者可

以通过商家在平台上公布的信息了解食物制作过程、制作环境等信息，但现实中，有些商家可能

会通过降低食材质量或生产环境卫生标准来压缩成本，从而获取价格优势，并且该生产经营方

式在网络餐饮中较难被发现。而那些采用高品质食材和遵守较高卫生标准的商家，可能会因经

营成本过高而被迫退出市场（韦彬和王羽妍，2019）。

鉴于网络餐饮的特殊性，消费偏好可能进一步加剧了网络餐饮行业的逆向选择。首先，消费

者普遍存在“优质优价”的偏好。一般而言，产品价格常被消费者作为衡量产品质量的指标（Lalwani

和 Forcum，2016）。从理论上讲，产品价格高包括三种可能性：一是产品品质高；二是食材本身的

价格高；三是食品储存、运输导致的高成本。对于正常商品而言，当价格提高时，需求量减少，因

此消费者对昂贵食材加工而成的食品的购买将会少于同类别的平价食品。购买量少将直接导致

产品更新速度变慢，从而影响产品品质。再加上网络餐饮涉及生产、配送等多个环节，即便出现

产品质量问题也难以准确、迅速地界定责任方。如果生产者进行逆向选择，提供“高价格、低质

量”产品，获利将更多（Abedullah 和 Kouser，2019）。而价格将难以用来衡量产品质量，导致“价格

和质量”信号失灵，从而形成“柠檬市场”。其次，生活节奏加快和工作压力加大后，消费者对低

时间成本的便捷就餐方式的偏好增强，网络餐饮需求增加。但在网络餐饮中，消费者难以获取食

物制作过程或制作环境卫生状况的信息，这给网络餐饮生产者的逆向选择提供了机会。有研究

发现，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不规范操作等问题在网络餐饮行业更为严重（姜柳佳，2021），消费

者遭遇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事件的概率也相应增加。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1a：价格偏好越高，消费者经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事件的概率越高。

假说 1b：便捷偏好越高，消费者经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事件的概率越高。

（二）质量监管对消费偏好的调节作用

基于公共治理理论，食品安全具有公共物品属性（Edwards，2001）。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不

仅 损 害 公 众 身 体 健 康 ， 而 且 影 响 食 品 产 业 健 康 发 展 ， 因 此 食 品 安 全 风 险 属 于 社 会 公 共 危 机

（Krueathep，2008）。学者们提倡要通过社会共治的方式治理食品安全问题，即政府监管下的社会

自治（Fairman 和 Yapp，2005）。所谓社会共治，是将传统的政府监管与无政府监管下的社会自治

相结合的方法，既包含了“自上而下”的政府监管，也囊括了基于“经济激励”的行业自律与监

管，还包括“自下而上”的公众监管（牛亮云和吴林海，2017）。不同主体或机构性质各异，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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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Darby 等（1973）根据信息不对称程度的差异，将商品划分为搜寻品（购买前通过搜寻信息即可了解产品质量）、体验品（消费后便可了

解产品质量）和信任品（消费后也难以完全掌握产品质量）三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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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方式及其对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影响与作用机制也各不相同。下文将区分监管主体的性

质，逐一分析异质主体监管对消费偏好的调节作用。

首先，政府部门强力监管的实施能规范生产者生产经营行为，从而降低消费者因消费偏好

影响其经历食品安全事件的概率。一方面，政府部门构建“自上而下”的监管体系，通过政府权

威和公信力保证监管措施实施（胡颖廉，2019），这能在一定程度上规范生产者的生产经营行为。

主要的途径包括：政府通过实施加强对认证结构的监管，建立抽检制度、送检制度等举措，在客

观上降低了产品质量的不确定性（Starbird，2005），使得消费者的“优质优价”偏好进一步加强。

另一方面，消费者根据既有消费偏好选择商品，对优质产品的需求增加，这将在客观上使得商家

提升安全意识，故商家生产安全食品的概率将增加（Fairman 和 Yapp，2005），即消费者经历食品安

全事件的概率也将下降。然而，由于公共资源的有限性，公共资源难以覆盖市场上所有的监管对

象（吴元元，2012），因此政府监管也并不总是有效。当政府监管部门的主动监管水平较高时，生

产者生产优质安全食品的概率越大，否则其更偏向于生产劣质有害食品（晚春东等，2017）。据

此，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2a：政府监管通过调节消费偏好缓解食品安全问题，即政府监管效果越好，消费偏好对

消费者经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事件概率的影响越小。

其次，行业监督管理能在客观上提升生产者规范生产水平，从而降低消费者因消费偏好影

响其经历食品安全事件的概率。行业协会、认证机构等独立的第三方机构能在政府监管不力时

发挥替代作用，对维护食品市场正常运行起到积极推动作用（龚强等，2013）。区别于传统餐饮，

网络餐饮的行业管理更多体现在平台监管。一方面，消费者往往根据平台提供的商家评分进行

食品选购，即平台监管的成效将直接影响消费者对产品的信任程度以及对质量的判断；另一方

面，出于稳定销售的考虑，商家会根据平台要求以及从平台获取的消费者诉求与偏好情况开展

或完善生产经营决策，即消费者的消费偏好能在客观上规范生产经营行为，从而降低消费者经

历食品安全事件的概率。据此，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2b：平台监管通过调节消费偏好来缓解食品安全问题，平台监管效果越好，消费偏好对

消费者经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事件概率的影响越小。

最后，公众监督能通过舆论压力规范生产者经营行为，从而增强消费者对优质产品的信心，

降低其经历食品安全事件的概率。一方面，有效的公众监督能规范生产者的生产经营行为。一

般而言，公众监督可以分为媒体监督和大众监督。在媒体监督方面，出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

考虑，媒体会关注和挖掘热点消息（周开国等，2016），通过舆论作用转变或加强消费者对食品安

全的关注。并且，在该过程中往往会引入行政机构（李培功和沈艺峰，2010），其行政治理和声誉

机制将激励生产者规范生产经营行为，故增强消费者对食品的信任程度。在大众监督方面，随着

生活水平的提高，其维权意识提升，主动搜索信息的动力增强（肖峰和王怡，2015），通过信息搜索

提高自身知情权，发现与举报食品安全问题的意识和能力不断增强（金兼斌等，2017），对优质食

品的需求和偏好也相应增加。另一方面，消费者的“优质优价”偏好强化后，将使得生产者重视

食品安全问题（王海燕等，2016），规范生产经营行为（倪国华等，2019；邓衡山和孔丽萍，2022）。同

时，监督者出于维护舆论声誉和公众形象的考虑，也会更加努力，进而形成企业与监督者的合理

制衡（熊寿遥等，2017；于晓华等，2022），从源头上抑制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降低消费者经历食

品安全事件的概率。据此，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2c：公众监督通过调节消费偏好来缓解食品安全问题，公众监督效果越好，消费偏好对

消费者经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概率的影响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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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数据与变量选择

（一）计量模型构建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为验证以上研究假说，本研究构建 Probit 模型分析消费偏好对消费者

经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事件概率的影响。通用模型表示如下：

Foodsa f etyi = α0+α1Netpre f i+α2Xi+µi+εi （1）

其中，Foodsafetyi 是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Foodsafetyi 为 1 表示第 i 个消费者经历过网络餐饮食品

安全事件，Foodsafetyi 为 0 表示第 i 个消费者未经历过食品安全事件。Netprefi 是本研究的核心解

释变量，包括价格偏好（Pricei）和便捷偏好（Frequencyi）两部分。Xi 为控制变量，表示影响消费者经

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事件概率的其他因素，具体包括消费者安全意识、维权意识、信息渠道以及

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等。μi 为地区固定效应，εi 为随机扰动项，代表不可观测的因素，并且服从标

准正态分布。

本文构建 Probit 模型分析质量监管的调节效应，通用模型表示如下：

Foodsa f etyi = α0+α1Netpre f i+α2Netpre f ×S upi+α3S upi+α4Xi+µi+εi （2）

其中，Supi 是本研究的调节变量，包括 Goveri、Plati、Mediai、Publici 四个方面。Goveri 表示政府监

管，Plati 表示网络餐饮平台监管，Mediai 表示媒体监督，Publici 表示大众监督。Netpref×Supi 表示

以上四类监管方式与消费偏好的交互项，用于识别不同主体监管调节消费偏好对消费者经历食

品安全事件概率的影响。另外，式（2）中的其余变量设定与式（1）相同。

（二）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课题组 2018 年 7 月实地调查上海市 15 个区 1 018 个消费者当年

的网络餐饮消费情况。选择上海作为研究区域，原因是上海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全国领先地位，网

络餐饮覆盖面广且发展程度较高，围绕上海在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对其他地方未来

发展有很强的示范和借鉴意义。

在上海范围内，为进一步增强样本的代表性和数据可靠性，调查采取了三个策略：第一，在

实地走访相关政府管理部门、网络餐饮平台企业的基础上，设计调查问卷。第二，选择了经济发

展水平差异明显和地区跨度较大的 15 个区开展调查。其中，黄浦、杨浦、徐汇、长宁、普陀、虹口

和静安代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中心城区，浦东、宝山和闵行代表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中等地位

的近郊地区，嘉定、松江、奉贤、青浦、金山代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处于弱势的远郊地区。在每个

区内部，选取 4 至 5 家购物广场、大中型超市及小商铺集中区域作为调查点，每个调查点随机选

择 15 至 16 个消费者进行调查，共获得 1 018 份有效问卷。第三，为了避免理解上的偏差而可能

影响问卷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由经过培训的调查队员通过一对一的当场答卷的方式进行调查。

（三）变量选择

1. 关键变量和调节变量测度

（1）对经历食品安全事件的衡量。采用“您购买的网络外卖食品是否遇到过质量安全问题”

来衡量。将上述变量中关于消费者遇到的食品包装损坏、配送过程损坏等问题剔除，构建“经历

卫生安全事件”进行稳健性检验。

（2）对消费偏好的衡量。消费偏好包括价格偏好和便捷偏好。结合《2022 年中国餐饮行业发

展现状及市场调研分析报告》和本研究的数据分布，价格偏好采用“您每次花在网络外卖上的费

用是多少”问题衡量，将每次消费大于等于 26 元归为存在价格偏好，其他归为不存在价格偏好；

便 捷 偏 好 采 用“您 平 时 一 般 多 长 时 间 叫 一 次 网 络 外 卖”问 题 衡 量 ， 将 回 答“每 天”“2−3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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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天”归为存在便捷偏好，将回答“一周”“半个月”“一个月”“一个月以上”归为不存在便捷

偏好，即根据每月网络餐饮消费次数是否超过 7 次来衡量。

（3）对质量监管的衡量。具体包括政府监管、平台监管、媒体监督和大众监督四类。对于政

府监管，采用“您对政府监管网络外卖食品安全能力的信任程度如何”问题衡量，将消费者回答

“非常信任”“比较信任”归为“是”，将回答“一般信任”“不太信任”“很不信任”归为“否”。对

于平台监管，采用“您对网络平台监管网络外卖食品安全能力的信任程度如何”问题衡量，将消

费者回答“非常信任”“比较信任”归为“是”，将回答“一般信任”“不太信任”“很不信任”归为

“否”。对于媒体监督，采用“您认为媒体的宣传在影响消费者对网络外卖食品安全的认识上的

作用大不大”问题衡量，将消费者回答“非常大”“比较大”归为“是”，将回答“一般”“比较小”

“非常小”归为“否”。对于大众监督，采用“您对当前网络外卖平台建立的食品安全信用评价体

系的评价如何”问题衡量，将消费者回答“非常完善”“比较完善”归为“是”，将回答“一般完善”

“不太完善”“很不完善”归为“否”，具体如表 1 所示。

2. 与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高度相关的控制变量测度

由于是否经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事件和消费者认知情况相关，而影响消费者认知情况的变

量同时也会影响其是否经历过食品安全事件，造成严重的内生性问题。因此，本研究在模型中重

点控制了消费者安全意识、维权意识和信息渠道三方面因素，以提高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和可靠

性。同时，本研究在“进一步分析”部分对这三方面的影响进行了异质性分析。

（1）对安全意识的衡量。采用“您平时是否会刻意关注和了解网络外卖食品质量安全信息”

问题衡量，将回答“经常会”归并为“有安全意识”，将回答“偶尔会”“基本不会”“根本不会”归

并为“无安全意识”。

（2）对维权意识的衡量。采用“购买的网络食品遇到质量安全问题，您会如何处理”问题衡

量，将回答“向政府部门举报”“向网络平台投诉”“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沟通”归并为“有维权意

识”，将回答“自认倒霉”归并为“无维权意识”。

（3）对信息渠道的衡量。采用“您感觉是否有足够的渠道了解网络外卖食品质量安全信息”

问题衡量，将回答“很多”“较多”归并为“有信息搜索渠道”，将回答“一般”“较少”“很少”归并

为“无信息搜索渠道”。

表 1    模型变量的含义、取值范围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经历食品安全事件 是=1；否=0 1 018 0.21 0.41 0 1

经历卫生安全事件 是=1；否=0 1 018 0.19 0.39 0 1

解释变量

便捷偏好 每月消费至少7次=1；否=0 1 018 0.53 0.50 0 1

价格偏好 每次消费至少26元=1；否=0 1 018 0.21 0.41 0 1

调节变量

政府监管 有监管=1；否=0 1 018 0.85 0.33 0 1

平台监管 有监管=1；否=0 1 018 0.79 0.41 0 1

媒体监督 有监管=1；否=0 1 018 0.87 0.33 0 1

大众监督 有监管=1；否=0 1 018 0.69 0.46 0 1

安全监管 以上监管满足1个=1；否=0 1 018 0.97 0.16 0 1

朱哲毅、陆梦婷、刘增金、宁    可：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与社会共治

•  129  •



四、描述性统计

（一）消费偏好与消费者经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事件

表 2 描述了在不同消费偏好下，消费者经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事件的情况。从便捷偏好看，

高便捷偏好人群经历食品安全事件的概率为 24.40%，低便捷偏好人群经历食品安全事件的概率

为 17.19%，前者比后者高 7.21%，并且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 t 检验。从价格偏好看，高价格

偏好人群经历食品安全事件的概率为 27.23%，比低价格偏好人群经历食品安全事件的概率高

7.85%，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 t 检验。在卫生安全事件方面，结果与前者相同，高消费偏好

人群经历卫生安全事件的概率仍显著高于低消费偏好人群。
  

表 2    消费偏好与消费者经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事件概率的相关分析

分组
经历食品安全事件 经历卫生安全事件

均值 标准差/标准误 均值 标准差/标准误

便捷偏好

取值为0 0.1719 0.3777 0.1509 0.3584

取值为1 0.2440 0.4299 0.2292 0.4207

t检验 −0.0721*** 0.0255 −0.0783*** 0.0247

价格偏好

取值为0 0.1938 0.3955 0.1789 0.3835

取值为1 0.2723 0.4462 0.2441 0.4306

t检验 −0.0785** 0.0313 −0.0652** 0.0303

　　注：作者根据调查问卷整理所得。***、**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二）质量监管与消费者经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事件

表 3 描述了不同主体质量监管与消费者经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事件的情况。在政府、平台、

媒体、大众监督下，消费者经历食品安全事件的概率分别为 19.58%、19.13%、20.22% 和 18.41%。

 

续表 1    模型变量的含义、取值范围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与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

高度相关的控制变量

安全意识 有意识=1；无=0 1 018 0.19 0.39 0 1

维权意识 有意识=1；无=0 1 018 0.86 0.35 0 1

信息渠道 有渠道=1；无=0 1 018 0.17 0.37 0 1

特征控制变量

性别 男性=1；女性=0 1 018 0.54 0.50 0 1

年龄 单位：岁 1 018 28.15 7.91 15 63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1；初中=2；中专/高中=3

专科=4；本科=5；研究生=6
1 018 4.22 1.17 1 6

户籍 本地=1；外地=0 1 018 0.43 0.50 0 1

家庭人口数量 单位：人 1 018 3.36 1.40 1 10

家庭老人数量 单位：人 1 018 0.47 0.64 0 4

家庭小孩数量 单位：人 1 018 0.53 0.85 0 4

家庭月平均收入 单位：千元/月 1 018 29.11 46.35 0 350

工具变量

企业工作 是=1；否=0 1 018 0.40 0.49 0 1

　　注：作者根据调查问卷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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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缺乏监管的情形下，消费者经历食品安全事件的概率分别为 29.03%、27.98%、26.56% 和

26.92%，比前者分别高 9.45%、8.85%、6.34%、8.51%，大部分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 t 检验。在

卫生安全事件方面，不同监管主体的监管效果与前者类似。
  

表 3    质量监管与消费者经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事件概率的相关分析

分组
经历食品安全事件 经历卫生安全事件

均值 标准差/标准误 均值 标准差/标准误

政府监管

取值为0 0.2903 0.4554 0.2774 0.4492

取值为1 0.1958 0.3971 0.1773 0.3821

t检验 0.0945*** 0.0355 0.1001*** 0.0343

平台监管

取值为0 0.2798 0.4499 0.2614 0.4404

取值为1 0.1913 0.3935 0.1738 0.3791

t检验 0.0885*** 0.0310 0.0877*** 0.0300

媒体监督

取值为0 0.2656 0.4434 0.2578 0.4391

取值为1 0.2022 0.4019 0.1831 0.3870

t检验 0.0634* 0.0385 0.075** 0.0372

大众监督

取值为0 0.2692 0.4442 0.2564 0.4374

取值为1 0.1841 0.3879 0.1643 0.3708

t检验 0.0851*** 0.0276 0.0921*** 0.0267

　　注：作者根据调查问卷整理所得。***、**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五、计量经济分析结果

（一）消费偏好对消费者经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事件概率的影响

表 4 报告了消费偏好对消费者经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事件概率影响的估计结果。根据表 4

列（1）−列（6）显示，在模型中加入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等相关变量后，便捷偏好、价格偏好的系数

大部分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消费者经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事件的特征与“柠檬市场”理

论所描述的特征相符，即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市场上品质好的商品将被劣等商品逐步取代。

网 络 餐 饮 容 易 出 现 食 品 安 全 问 题 的 原 因 包 括 两 方 面 ： 一 方 面 ， 互 联 网 加 速 了 信 息 传 递

（Scheerder 等，2017；Jagtiani 和 Lemieux，2019），但也为信息的筛选、监督增加难度；另一方面，餐

饮从业者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但是为保持食材的新鲜、卫生，需要投入较高成本，而为了获得

更多利润，餐饮从业者有动机利用互联网信息较难监督的特征，以品质较差的食材制作食物，提

高经营利润，导致食品安全问题。因此，消费偏好与消费者经历食品安全事件的概率会表现出两

种情况：一是便捷偏好越高，消费者经历食品安全事件的概率越高；二是价格偏好越高，消费者

经历食品安全事件的概率越高，故假说 1a、1b 得证。

另 外 ， 表 4 中 控 制 变 量 系 数 也 有 重 要 的 经 济 学 含 义 。 根 据 回 归 结 果 ， 家 庭 人 口 系 数 在

10% 或 5%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家庭人口越多，消费者经历食品安全事件的概率越

大。家庭小孩数量对消费者经历食品安全事件的概率有负向影响，表明家庭小孩越多，消费者可

能出于孩子营养健康考虑，会减少网络餐饮，降低经历食品安全事件的概率（Knight 和 Warland，

2005）。此外，消费者对于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信息的关注程度，对政府、平台、媒体、大众等主体监

管的信任程度以及安全意识、维权意识和掌握信息渠道，均会对其经历食品安全事件的概率产

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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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消费偏好对消费者经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事件概率影响的估计结果

经历食品安全事件

（1） （2） （3） （4） （5） （6）

便捷偏好 0.070*** 0.067*** 0.100***

（2.764） （2.629） （3.971）

价格偏好 0.074** 0.077*** 0.175***

（2.481） （2.595） （5.477）

安全意识 −0.130*** −0.144***

（−3.039） （−3.186）

维权意识 −0.105*** −0.103***

（−3.185） （−3.169）

信息渠道 −0.148*** −0.191***

（−3.100） （−3.592）

安全监管 −0.180** −0.143** −0.170** −0.119*

（−2.435） （−2.097） （−2.329） （−1.810）

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Wald 22.29* 44.86*** 102.58*** 22.54* 45.22*** 101.36***

观测值 1 018 1 018 1 018 1 018 1 018 1 018
　　注： ***、**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是t值，Probit模型结果为边际系数（dy/dx）。受篇幅限制，未列出完整

估计结果，读者若是感兴趣可向作者索取。
 
 

（二）稳健性检验

食品安全包含卫生安全、包装安全等方面，而卫生安全更容易对消费者的健康造成影响。因

此，本研究将采用卫生安全代替食品安全进行稳健性检验。根据表 5 的回归结果，逐步加入消费

者特征变量、安全意识、维权意识和信息渠道等控制变量后，便捷偏好、价格偏好依然在 1% 或

5% 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便捷偏好、价格偏好的提高均会增加消费者经历卫生安全事件

的概率。因此，消费偏好对消费者经历食品安全事件概率的影响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表 5    消费偏好对消费者经历网络餐饮卫生安全事件概率影响的估计结果

经历卫生安全事件

（1） （2） （3） （4） （5） （6）

便捷偏好 0.075*** 0.070*** 0.102***

（3.073） （2.859） （4.191）

价格偏好 0.062** 0.067** 0.155***

（2.144） （2.322） （5.015）

安全意识 −0.138*** −0.145***

（−3.280） （−3.270）

维权意识 −0.104*** −0.102***

（−3.320） （−3.278）

信息渠道 −0.128*** −0.166***

（−2.817） （−3.309）

特征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Wald 22.61* 49.59*** 109.01*** 20.89 49.15*** 105.73***

观测值 1 018 1 018 1 018 1 018 1 018 1 018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是t值，Probit模型结果为边际系数（dy/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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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内生性处理

由于本研究考察消费偏好对消费者经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事件概率的影响，而消费偏好由

消费者自主决定，存在自选择问题。因此，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以缓解内生性问题。本文的工具

变量为“企业工作”。工具变量的合理性依赖于相关性条件和排他性约束。第一，对于相关性条

件。相对于学校、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多数企业并未设立食堂，导致多数消费者只能选择外出就

餐或是网络餐饮，而网络餐饮具有方便、快捷的特征符合企业快速的工作节奏。因此，“企业工

作”变量与消费偏好具有相关性。第二，对于排他性约束，“企业工作”变量并不直接影响消费者

经历食品安全事件，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假设。

由表 6 的回归结果可知，IVProbit 模型结果与基准结果一致。可以看出，工具变量和潜在内

生性变量均通过显著性检验。此外，不可识别检验统计量表明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条件，弱工具

变量检验的统计量均大于 Cragg-Donald 统计量的临界值（Stock 和 Yogo，2005），说明不存在弱工

具变量的问题。工具变量结果系数有变化，但并未改变前文结论，表明结果是稳健的。
  

表 6    工具变量估计结果

一阶段 二阶段

消费偏好 价格偏好 经历食品安全事件

（1） （2） （3） （4）

企业工作 0.079**（2.490） 0.051**（2.008）

便捷偏好 0.309***（2.651）

价格偏好 0.382***（2.65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Wald 134.49** 70.62*** 205.27*** 1 140.56***

弱工具变量检验 18.21 28.85

观测值 1 018 1 018 1 018 1 018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是t值，IVProbit模型结果为边际系数（dy/dx）。控制变量包含安全意

识、维权意识与信息渠道。
 
 

六、质量监管的调节效应分析

表 7 和表 8 报告了不同主体监管调节效应的估计结果。模型的回归结果大部分在 1% 显著

性水平上显著，说明模型整体回归结果较好。表 7 列（1）−列（4）报告了政府监管调节效应的估计

结果。从模型结果看，政府监管能有效降低消费者经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事件的概率，但仅对消

费者便捷偏好产生调节效应。具体而言，相比政府未监管的情况，政府监管通过影响便捷偏好显

著降低消费者经历食品安全事件的概率。但政府监管并未通过影响价格偏好来降低消费者经历

食品安全事件的概率。政府部门依靠其公信力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Taillie 等，

2019），但网络餐饮生产主体分散程度高，并且流动性较强，如果完全沿用传统管理模式，导致监

管盲区不断增加（Fresco 等，2021），将限制政府的监管效果。因此，政府监管的调节作用仅在部分

环节得以体现，假说 2a 部分得证。

平台监管调节效应的估计结果，详见表 7 列（5）−列（8）。从模型结果看，平台监管能有效降

低消费者经历食品安全事件的概率，对消费者便捷偏好和价格偏好均产生调节效应。具体而言，

相比平台未监管的情况，平台监管能对便捷偏好以及价格偏好产生负向影响，从而降低消费者

经历食品安全事件的概率，假说 2b 得证。可能的原因是，平台作为买卖双方交易的媒介，向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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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产品信息，为购买决策提供参考。同时，设置交易过程中的激励或惩罚条款，督促卖方提供

可靠的高质量产品。平台建立的信息披露机制有助于食品安全水平的提升（Carlsson 等，2022）。
  

表 7    政府监管和平台监管调节效应的估计结果

经历食品安全事件

（1） （2） （3） （4） （5） （6） （7） （8）

便捷偏好 0.102*** 0.198*** 0.102*** 0.200***

（4.019） （3.401） （4.059） （4.029）

价格偏好 0.171*** 0.188*** 0.170*** 0.239***

（5.314） （3.047） （5.297） （4.524）

便捷偏好×政府监管 −0.115*

（−1.807）

价格偏好×政府监管 −0.022
（−0.319）

便捷偏好×平台监管 −0.129**

（−2.277）

价格偏好×平台监管 −0.102
（−1.635）

政府监管 −0.076** −0.020 −0.049 −0.043
（−2.422） （−0.451） （−1.539） （−1.132）

平台监管 −0.076*** −0.012 −0.050* −0.025
（−2.623） （−0.280） （−1.733） （−0.72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Wald 101.19*** 102.96*** 100.40*** 101.18*** 105.91*** 106.47*** 103.88*** 105.21***

观测值 1 018 1 018 1 018 1 018 1 018 1 018 1 018 1 018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是t值，Probit模型结果为边际系数（dy/dx）。
 

 

公众监督调节效应的估计结果，详见表 8。从表 8 列（1）−列（4）结果看，媒体监督能通过影

响便捷偏好降低消费者经历食品安全事件的概率，但对价格偏好的调节效应并不明显。具体而

言，相比媒体未监督的情况，媒体监督能在 5% 显著性水平上影响便捷偏好，从而降低消费者经

历食品安全事件的概率。可能的原因是，媒体监督通过舆论促使生产经营者履行食品安全承诺，

从而提升食品安全质量水平，降低消费者经历食品安全事件的概率（Astill 等，2018；Pouliot 和

Wang，2018）。但根据表 8 列（5）至列（8）回归结果，大众监督对消费者偏好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

可能的原因是，虽然网络餐饮平台大部分建立了食品安全评价体系，消费者可以将购买经历在

平台上进行反馈，但是消费者难以完全掌握商家食品质量的真实信息（费威和潘雨浓，2020），从

而降低大众监督的效果，假说 2c 部分得证。

表 8    媒体监督和大众监督调节效应的估计结果

经历食品安全事件

（1） （2） （3） （4） （5） （6） （7） （8）

便捷偏好 0.098*** 0.227*** 0.106*** 0.111***

（3.901） （3.469） （4.231） （2.677）

价格偏好 0.175*** 0.249*** 0.171*** 0.185***

（5.502） （3.387） （5.346） （3.819）

便捷偏好×媒体监督 −0.149**

（−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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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进一步分析

接下来对安全意识、维权意识和信息渠道进行异质性分析。①在安全意识方面，根据回归结

果，具备安全意识的消费者能降低价格偏好对其经历食品安全事件的概率。可能的原因是，安全

意识强的消费者主动关注、了解相应质量安全信息的意识更强（马颖等，2017），通过价格等信号

判断食品安全性的能力也更强，因此经历食品安全事件的概率相对较低。在维权意识方面，根据

回归结果，具备维权意识的消费者能降低便捷偏好、价格偏好对其经历食品安全事件的概率。具

备维权意识的消费者不仅通过商品便捷性、价格判断网络餐饮食品是否安全，还会在经历网络

食品安全事件后采取向平台投诉、与生产经营者沟通和向政府部门举报等维权措施（文晓巍等，

2018），从而降低消费者经历食品安全事件的概率。在信息渠道方面，根据回归结果，掌握渠道了

解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信息的消费者能降低价格偏好对其经历食品安全事件的概率。拥有信息渠

道的消费者可以通过主动搜索或查询商家提供的信息判断网络餐饮食品是否安全（张蓓等，

2022），从而降低其经历食品安全事件的概率。考虑到食品安全问题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

对称，因此通过信号传递，提高信息获取的准确性和效率，也能降低消费者经历食品安全事件的

概率（Fan 等，2017；周洁红等，2020）。

八、结论与启示

网络餐饮为消费者带来就餐便利，同时也对食品安全问题提出了新的挑战。探索网络餐饮

的“柠檬市场”困境及不同主体监管的调节作用，不仅关系到消费者的健康权益，还关系到网络

餐饮行业未来的发展。本研究采用上海市 15 个行政区 1 018 个消费者的调查数据，从社会共治

视角系统分析了消费偏好对消费者经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事件概率的影响，并且探讨了政府、

平台、媒体、大众等不同主体监管的调节效应，进一步比较了安全意识、维权意识和信息渠道的

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网络餐饮确实存在“柠檬市场”困境，消费者便捷偏好越高和价格

 

续表 8    媒体监督和大众监督调节效应的估计结果

经历食品安全事件

（1） （2） （3） （4） （5） （6） （7） （8）

价格偏好×媒体监督 −0.087
（−1.101）

便捷偏好×大众监督 −0.007
（−0.142）

价格偏好×大众监督 −0.023
（−0.385）

媒体监督 −0.064* 0.016 −0.058* −0.039
（−1.807） （0.293） （−1.653） （−0.939）

平台监管 −0.085*** −0.081** −0.064** −0.059**

（−3.251） （−2.159） （−2.472） （−2.01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Wald 99.26*** 104.39*** 99.70*** 100.19*** 108.67*** 108.74*** 103.67*** 103.77***

观测值 1 018 1 018 1 018 1 018 1 018 1 018 1 018 1 018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是t值，Probit模型结果为边际系数（dy/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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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越高，其经历食品安全事件的概率越高。同时，在政府监管、平台监管和媒体监督下，网络餐

饮的“柠檬市场”困境被缓解，即消费者因便捷偏好、价格偏好经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事件的概

率会降低。进一步分析发现，安全意识、维权意识和信息渠道也能削弱消费偏好对消费者经历食

品安全事件概率的影响。

本文认为，完善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保障机制，需要在社会共治理念的引领下，充分发挥多方

主体的监督作用，促进政府主导型治理向“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协同型治理转变。

第一，强化政府监管。通过政府公信力规范和提升市场秩序，推进食品安全治理的数字化转型。

第二，推行行业监管。制定行业标准和规范，构建基于产业链的监管体系，提升食品安全水平的

同时促进产业发展。第三，重视社会监管。建立健全以“信件、电话、网络”三位一体的网络外卖

食品安全问题举报体系，重视媒体和大众在监督中的作用，扩大奖励范围以及丰富奖励形式。第

四，加强消费者宣传引导。提升普通消费者对网络餐饮食品的安全意识和维权意识，丰富消费者

获取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信息的渠道，引导消费者选择知名度高、信誉好的电商平台，并且重视食

品安全。然而，本文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缓解“柠檬市场”困境并非只有监管一条途径，消费者

对食品安全信息的搜索，商家主动公布食品安全信息或提供食品安全信息的搜索渠道，均是消

除网络餐饮信息不对称的有效方法。因此，作者将在后续研究中针对网络餐饮市场上消费者信

息搜索行为和商家信息供给行为，分析信息传递对消费者经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事件概率的影

响，以便寻找更多解决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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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 Meals, Food Safety and Co-governance

Zhu Zheyi1，2，3,  Lu Mengting1,  Liu Zengjin4,  Ning Ke1，2

(1.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Zhejiang A&F University, Hangzhou 311300, China;
2. Institut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of Zhejiang Province, Zhejiang A&F University, Hangzhou 311300, China;

3. Institut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Zhejiang A&F University, Hangzhou 311300, China; 4. Inform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Shanghai 201403, China)

Summary:  With Internet meals bringing convenience to consumers, the potential food safety problems
pose new challenges to traditional supervision, which urgently needs atten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
lyzes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Internet meals through consumption experience, and identifies the moder-
ating role of regulatory bodies with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natures. On the basis of theoretical analysis, this pa-
per carries out an empirical analysis with survey data about 1 018 consumers from 15 districts in Shanghai.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rket of Internet meals is a lemon market. There would be a higher probabil-
ity of experiencing food safety incidents, if consumers prefer convenience or price. With the supervision from
platform or media, the dilemma will be improved. That is to say, the probability of experiencing food safety
incidents will decrease. Furthermore, the awareness of safety, and safeguarding rights and information chan-
nels will weaken the impact of consumer preference on the probability of experiencing food safety incidents.
In order to promote food safety, it is suggested that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supervisory role of the gov-
ernment, platforms, media, and the public,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co-governance. The government should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governance to multi-party coordinated governance, including gov-
ernment leading, social coordination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This paper has two marginal contributions: First,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informatization and acceler-
ated pace of life, it focuses on the topic of Internet meals,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dilemma of lemon mar-
ket for Internet meals, and discusses the role of different subjects in alleviating the dilemma, which is a good
supplement to current research. Second, it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umer decision and food
saf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umers,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er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arry out this research. On the one hand, as an emerging industry, it is still off
the ground. It is essential to grasp the causes, characteristics and mitigation measures of the problem, which is
helpful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On the other hand, Internet meals are popular in Shanghai, which
provides an experimental plot. The policy or experience implemented in Shanghai can serve as a model refer-
ence and experience for the management of Internet meals in other regions.

Key words:  Internet meals； lemon market； supervision for quality； institutional nature； co-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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